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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介祺（1813-1884），字寿卿，号
簠斋，晚清著名金石学家。他求真尚精
的传古观念，以及为文存真影、为器传
神形的传古实践，极大地丰富了传统
金石学的内涵。簠斋在清咸丰四年
（1854 年）42 岁引退归里山东潍县之
前，所收藏的吉金、古玺印及金文拓本
已初具规模，其中吉金130余器，包括
西周毛公鼎（图1）、天亡 （图2）等重
器，古玺印2000余方，金文拓本700余
种。他以拜见、过访、书函等方式与当
时诸多金石大家前辈或同好，如阮元、
张廷济、徐同柏、刘喜海、吴式芬、李璋
煜、许瀚、翁大年、何绍基、吕佺孙、吴
云、陈畯、释达受等，在收藏、鉴考和传
拓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交流和切磋。

簠斋归里后至光绪十年（1884
年）去世的 30年间，从其治金石的成
就看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段。早期咸
丰五年至十一年（1855—1861）的六
七年间，他暂居乡野，因时局动荡，家
室未安，治金石虽偶有收获，但比较
受限。中期同治元年至十年（1862—
1871），簠斋迁居城内，新建宅第，尽
管时局不稳、家事多艰、地处僻壤交
游不便，但于金石的鉴藏、研究和承
续上已逐渐形成独特的传古理念。晚
期 同 治 十 年 至 光 绪 十 年（1871—
1884）的十多年间，他在同治十年连
遭丧妻失子之悲后更倾心于金石之
业，无论在收藏品类的广度和深度，
还是在金文考释著述、金石传拓技艺
的传承创新上，皆成就显赫，后人难
以望其项背。同时，他与仕宦吴云、潘
祖荫、吴大澂、鲍康、王懿荣等金石同
好频频通函，交流探讨治金石文字之
学的心得和经验，并不遗余力地借助
传拓来光大和传承金石文化。

清代中晚期人们对金石的追逐
已成为书画收藏之外的重要门类，簠
斋虽喜古书画，但更嗜金石古器及拓
本，同治十二年七月廿九日致吴云札
云：“书画之爱，今不如昔。以金文拓
本为最切，其味为最深厚，石鼓秦刻
汉隶古拓次之。”他一生的金石器收
藏在品类及数量上是个动态的过程，当他在
经历了咸丰同治年间的社会动荡，感到几十
年来的积藏命运叵测，便决意用传拓方式化
私藏为公器，与海内同好共享，遂经年不断费
尽心力地延聘工友，拓制所藏金石玺印以赠
友好或售直助拓以传古。簠斋所制拓本用毛
头纸包装起来，随手将考释及各事题于包装
纸上。据曾负责保管簠斋拓本及手稿的陈继
揆（1921—2008，簠斋六世嫡长孙）先生统计，

“仅举其有铭文者，商周铜器二百四十八件，
秦汉铜器九十七件，石刻一百一十九件，砖三
百二十六件，瓦当九百二十三件，铜镜二百
件，玺印七千余方，封泥五百四十八方，陶文
五千片，泉镜镞各式范一千件，铜造像无目不
计。”簠斋得器的主要途径有直接购自市肆、
得自旧藏家、亲友馈赠、与藏友交换、托古董
商或友人代为寻购等。簠斋在归里潍县之前，
多着力在古玺印及吉金彝器等钟鼎重器的收
藏，归里后受限于经济及地理因素，更多地关
注齐鲁地区出土的秦汉砖瓦石刻等，他还是
最早敏锐地发现、收藏及研究古陶文者。簠斋
对藏品的寻觅选择，无不体现着其明确的求
真尚精、重文字、传文脉的传古思想和观念。

求真与尚精

簠斋的求真与尚精观，贯穿于他对器物
的鉴藏，对器形及文字等信息的复制和保存
上。他认为“传古首在别伪，次即贵精拓、精
摹、精刻，以存其真”。也就是说，他很重视器
物本体的真实性，重视器物文化信息在存留
传承过程中的真实性。前者真实性的实现要
靠较高的学识和认知去伪汰疑，后者的信息
存真要靠精微的工艺来实现。

就其藏器而言，在得自刘喜海旧藏的 20
多件吉金中，他认为其中的益公钟“疑陕伪”、
双耳壶“字伪”。簠斋与潘祖荫等同好通函中提
及所藏的“十钟”“十一钟”并不包括益公钟。对
于他人所藏伪器或不真之器，簠斋也不讳言。
同治十二年七月他在得阅潘祖荫《攀古楼彝器
款识》和吴云《两罍轩彝器图释》刊本后，直言
不讳地力劝两人要淘汰伪器和可疑之器，“以
欲存古人之真”，以免误导后人。他的这种汰伪
去疑的存真观，在致潘祖荫、王懿荣、吴云信札
中多次提及，同治十三年八月廿一日致潘祖荫
札中更是直言：“愚者之实事求是，良可哂也。
其望当代之大收藏家专传所得至可信之品，而
不敢言可汰者，则其诚亦可悯矣。”

簠斋对于藏器，不仅求真，还力求“精”和
“古”，即重视藏器的时代性和代表性。他认为
“多不如真，真不如精，古而精足矣，奚以多
为。得可存者十，不如得精者一。”故鲍康
（1801—1881）评曰：“寿卿所藏古器无一不精，
且多允推当代第一。”

重文字与传文脉

簠斋治金石的最大特点是重视文字，一
是重文的义理，二是重字的本身。簠斋各品类
的收藏皆因文字而起意，他尤其嗜好三代吉
金文字，在嘱托陕西古董商苏亿年代为觅器
时曾写道：“以字为主，式样次之，颜色花文又
次之。只好颜色而字逊者亦甚不必争。天地间
惟以字为重，字以古为重。时代愈晚愈轻。印
自不如古器，而费又多。虽费多而不能敌一重
器，私印尤不敌官印。余收古物以印之费为
多，而爱之则不如三代器，愈老愈爱三代古文
字拓本也……如有再出字多之器，千万不可
失之。切属切属！千万千万！”。他对商周秦汉
金文特点有中肯的归纳：“金文以三代文字为
重，秦无文字，汉器之铭无文章，记年月、尺

寸、斤两、地名、器名、官名、工名而
已，后世则并此而无之矣。”

三代金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
认识到商周金文是秦燔前的“古文字
真面”，是探究先秦社会历史的原真
性资料。秦代是中国社会历史递变的
一个重要节点，秦燔加剧了后世与周
文化之间的断裂，“秦以前是一天地，
同此世界，而与后迥不同。”而久埋地
下被不断发现的吉金铭文，刷新着有
识之士对古史的认知。簠斋认为“三
代器之字，皆圣人所制。其文亦秉圣
人之法，循圣人之理。亦有圣人之言，
特不过是古人之一事耳。”相较于汉
儒整理辑存的先秦文献，有的重要金
文可谓是“真古文尚书者”。

正是这种对商周金文原真性史
料价值的清晰认识，促使他数十年不
间断地对自藏周毛公鼎、聃 （天亡

），对潘祖荫藏盂鼎、邰钟，以及对
吴云藏齐侯罍等重器铭文进行研究
考释，进而欲求古人之理、明古人之
心。他在同治十年毛公鼎铭考释稿的
题记中写道：“明圣人之理，然后可以
知圣人之心。知圣人之心，然后可以
论圣人之事。”

金石文字还是簠斋鉴定真伪的核
心要素。他认为“古器字既著录传后，
必先严辨真伪，不可说赝”。他鉴别真
伪的要诀，一方面从解读字辞和篇章
的角度，不仅释字训诂，更注重篇章结
构，要能贯通古人之文理文法，即“以
文定之”；另一方面从解析文字书写的
角度，精熟古人之行字用笔，即“以字
定之”。他在致潘祖荫、鲍康信札中也
多有类似言论：“收古器则必当讲求古
人作篆用笔之法，知之然后可以判真
赝”；“论文字以握论器之要”；“近日作
伪至工，须以作字之原与笔力别之，奇
而无理，工而无力，则其伪必矣。”“识
得古人笔法，自不至为伪刻所绐，潜心
笃好，以真者审之，久能自别。”

簠斋重视文字还体现在对金文
新旧拓本不遗余力地搜集，归里前曾
将所藏三代器文拓本七百余种装帧

成册，后来鼓动各大藏家汇集所藏金文拓本编
纂字学辞典《说文统编》，以校订和补充汉代许
慎《说文解字》。同治十一年十月十四日他致鲍
康札云：“今人论书，必推许氏，然许书已非真
本，岂能如钟鼎为古文字庐山真面。当以今世
所传金文千余种，合古书帖，编增许书。钟鼎之
外，惟古刀币及三代印耳，是当并补许书中。岂
可不精摹而使再少失真，日后又无从仿佛邪。
好古家刻书，每患己见之陋而沮，愚谓刻摹精
审，则天下后世，皆得借吾刻以考证，又何必因
噎而使错过失时，惜乎，燕翁不明此理，而徒以
玩物毕一生之精力而一无所传也。”

刘喜海（1793—1852）号燕庭，富藏金石，
簠斋所藏钟鼎、秦量诏铜版等不少重要藏品
得自刘氏旧藏，他对刘氏富藏却未能广布传
播并惠及后世而深感惋惜，并引以为戒。簠斋
在刻成于同治十二年间的《传古小启》中很明
确地表达了决意将私藏金石文字以传拓化为
公器的传古观念。他写道：“天地古今所传文
字耳。大而精者义理，小而粗者文字，无文字
则义理亦不著矣。余收金石古文字四十年余，
归里来以玩物例屏之。同治丁卯，青齐息警
后，自念半生之力既糜于此，三代古文字犹是
漆简真面目，非玩物比也。时代限之，以次而
降。今不如古，不能相强。虽一艺，古文字亦可
珍也。检视所藏，尚少赝字。拓传，公诸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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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西周毛公鼎全形拓初拓本

图2 西周天亡 全形拓

墨斗，是古代营建时用来画直定准的工具，
又称为“绳墨”。其起源甚早，相传为鲁班发明，
春秋战国时期便有诸多文献记载，《孟子·尽心
上》载：“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
其彀率。”《九辩》云：“何时俗之工巧兮，背绳墨
而改错。”“墨斗”一词出现于两宋，沈括《梦溪笔
谈》记载：“审方面势，覆量高深远近，算家谓之
軎术，軎文象形，如绳木所用墨斗也。”朱熹《楚
辞集注》中言：“绳墨，引绳弹墨以取直者，今墨
斗绳是也。”墨斗结构简单，使用便捷，常用于古
代大小木作的构架营造和家具制作。

江西省鹰潭市博物馆藏有一件北宋青白釉
墨斗，景德镇湖田窑产品，长 8.4厘米，宽 4.9厘
米，高 4.9厘米，整器近似长方体，棱角圆弧，上
部与底部两端各有一槽。其中，上部凹槽为圆形
墨仓，墨仓前端有一牵引孔，相对应的后端有一
出线孔与底部的线盒相通。底部凹槽为长方形
线盒，线盒左右两壁开有轴孔，轴孔上残存锈蚀
铁质轴杆及轴曲柄。修坯工整，胎质洁白细腻，
器表施青白釉，釉面莹润，施釉未及底。

墨斗在我国传统木工行业中发挥着取直定
平的作用，因其定准绳的功用，自古以来便被赋
予特殊的文化含义，常以墨斗来教育人们守规
矩、知准则，把它作为衡量正直、校正是非的化
身。古人以“绳墨”代指规矩或法度，并将此内涵
引申到为人处世乃至国家治理，《荀子·劝学》：

“木受绳则直。”喻指人受外部规劝约束，亦能自
正。《南齐书·孔稚珪传》载：“匠万物者以绳墨为
正，驭大国者以法理为本。”表明以“绳墨”为象
征的国家法度对治国理政至关重要。它所蕴含
的这种公正严明、秉直不偏的法治精神在当下
的时代寓意仍在延续。宋代以来，受道教文化影
响，民间有家中放置墨斗辟邪镇煞的习俗。冯梦
龙《挂枝儿》就记载了秦少游出与苏轼的谜面:

“我有一间房，半间租与转轮王。有时放出一线
光，天下邪魔不敢挡。”谜底正是墨斗，这反映了

在民俗文化中墨斗的辟邪作用。清代俞樾《右台
仙馆笔记》记载：“木工石工所用之墨线，古谓之
绳墨……然权衡规矩，皆不足辟邪，惟木工石工
之墨线，则鬼魅畏之，其故何也？邪不胜正也
……《淮南子·时则篇》曰：‘绳者，所以绳万物
也。’高诱注曰：‘绳，正也。’鬼魅之畏墨线，畏其
正耳。”墨斗以其定正直，成为志怪小说笔记中，
民间常见的镇煞法器。

墨斗一般选用不易变形的木材、金属制作，
造型各异，装饰多样。鹰潭馆藏此件墨斗为瓷器
制品，小而精致，器形简美，釉色匀净，虽线轮因
铁质而锈蚀残损，但整体保存较好，非常罕见。
目前所知宋代瓷质墨斗还见于陕西西安出土的
耀州窑青瓷墨斗、河南汝州大峪东沟窑出土的
青瓷墨斗、安徽出土的景德镇窑青白瓷墨斗以
及广西防城港皇城坳出土的青瓷墨斗，但多为
残件。以上所列各地出土之例说明宋代瓷质墨
斗的使用或许较为普遍，表明此类瓷质匠作工
具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烧造数量。宋代是古代
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繁荣的时期，手工业中
的陶瓷生产与建筑营造高度发达。宋代瓷器的
烧造擅于突破材质、技法的局限，常借鉴和模仿
其他材质的工艺与质感，在墨斗制作取材中以
瓷质代替常见的木材或金属，便是此时瓷器烧

造的积极尝试与创新；宋代建筑技术承前启后，
传统木作文化纵深发展，助推了建筑业中匠作
用具的广泛使用。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此件青
白釉墨斗呈现出强烈的造型美、釉色美和文化
美：造型简美，整器简洁端庄，造型流畅自如，边
角圆润，没有转折的突兀感，尺寸大小舒适得
当，其形体长宽高的比例接近黄金分割比，展现
了器型设计的高超水准；釉色素雅，器表施釉均
匀细腻，呈现出莹润的光泽，釉色白中闪青，淡
雅灵动，底部施釉线尤为工整，青白色泽过渡自
然，契合了宋人注重追求自然之美，强调素雅朴
实的审美趣味；文化交融，此件瓷墨斗集陶瓷文
化、木作文化、道文化、民俗文化为一身，其线盒
与墨池开口设计为一正一反，互为阴阳，有着内
敛含蓄、天人合一的审美理念，它是宋代市井繁
荣、百业兴盛、多元文化融合背景中，多种文化
因素共同浸濡下的产物。

作为营造工具的墨斗在频繁使用中，应具有
结实耐用的特点，由于瓷质器具易碎，实际使用
过程中此类瓷墨斗相较金属、木等材质实用性必
然大打折扣，因而关于此类瓷墨斗，尤其如鹰潭
馆藏此般精细之品的实际作用尚存不同看法，是
实用工具还是随葬明器抑或其他，有待将来资料
进一步丰富后，对其认识能够更加科学和深入。
这件小巧的青白釉墨斗以其所蕴含的宋代陶瓷
文化和木作文化，不仅向世人展现了那个时代的
社会发展和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更体现了古代
匠人“一人一生一事”的行业钻研和坚持，这是我
国古代工匠精神的物质体现。

鹰潭市博物馆藏宋代青白釉墨斗是国内迄
今罕见的保存完整的北宋瓷墨斗，为国家一级
文物，镇馆之宝。2023年入选“江西省馆藏文物
瑰宝”，成为30件（组）代表江西历史文化的文物
瑰宝之一。它是陶瓷文化和木作文化高度融合
发展的产物，是研究中国古代瓷质匠作器具的
重要实物，反映了宋代陶瓷技艺的精湛高超。

鹰潭市博物馆藏北宋青白釉墨斗赏析
高健

北宋青白釉墨斗

在当代艺术市场光怪陆离的拍卖槌声中，
一幅凡·高真迹以 9.8亿美元成交的瞬间，资本
狂欢折射出人类对艺术最原始的占有欲。文物
级别的艺术收藏品，顺理成章地带上了金融属
性的皇冠，成为与黄金等量齐观的价值保证品。

解构主义视角下的收藏迷思

从青铜器到写实派，再到印象派、抽象派画
作，人类对艺术品的占有史本质上是一部权力
更迭的物质史。埃及法老将黄金面具带入金字
塔，文艺复兴美第奇家族将雕塑置于庭院，这些
行为并不是单纯的“文物”艺术品收藏，而是权
力阶层通过物质占有完成的身份确证。同时也
有对祖先文化的尊重、敬畏膜拜与纪念……

至于如今的所谓收藏，普遍来讲，除了也有
前人收藏意识的某些性质，更多的是对金融属
性的价值追求，请看当代拍卖行里此起彼伏的
竞价声，正是今天的成功者们类似古代贵族炫
耀性消费的金钱数字化延伸与算计。

文物维度中的文化解码

艺术品作为物质，为什么要与“文”挂钩，为
什么有文博、文物的提法。文与物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文”在前“物”在后，此文要讲的就是这
个问题。

文物与艺术品的本质分野在于其携带的历
史信息密度。良渚玉琮的价值不在于其矿物成
分或雕工技艺，而在于它承载着五千年前长江
流域文明的天文认知与权力结构。这种信息密
度使得“文物”成为打开历史之门的密钥，而不
仅仅是审美愉悦的对象。

也就是说，“文”就是历史，而历史是不能重
复的，不能设定的。“物”就是个物件，一件玉器、

瓷器、木器、金器、青铜器、一幅字、一幅画。如果
以价值定论，那么百分之八十在“文”，百分之二
十在“物”。“文”的重要性远远在“物”之上，没有

“文”加持的“物”，价值不能持久，非常有限，无论
什么物件，无论技术再好，制作再精美，倘若不与
历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捆绑在一
起，其价值便大打折扣。换句话说，就是“文”的厚
度、长度、广度、深度，决定“物”的最终价值。

文化基因的传承当然需要物质载体与精神
解码的双重互动。故宫博物院对《千里江山图》
的每一次展卷，不仅是绢本颜料的物理呈现，更
是通过题跋、印章、递藏脉络重构出艺术史演进
的立体图景。

这种解谜过程使静态的“物”升华为流动的
“文”，正是流动放大后的“文”加持了“藏在深山
人不识”的“物”，才产生了真正有高价值的

“物”，这便是“文物”。
历史语境还原对文物价值判断具有决定性

意义。当我们在卢浮宫凝视《蒙娜丽莎》时，真正
震撼人心的不是达·芬奇的晕涂技法，而是画作
背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觉醒的壮阔图景。
这种时空维度的拓展，将单件艺术品转化为文
明进程的见证者。

此外，有一个情况是有必要说明的，那便是
器物在技术层面上讲从古到今都在进步，后人
或可超过前人，但那是行业技术标准，不属于文
物收藏标准，为什么？因为缺了“文物”的“文”，
也就缺了历史影响力、历史地位，如此而已。

重构收藏伦理的文明向度

文物收藏的本质是对历史文明碎片的守护
与重组。大英博物馆的罗塞塔石碑、纽约大都会
的药师经变图，这些离散的文明碎片在当代的

聚合，应成为人类共建文明拼图的起点。真正的
收藏应当超越国家与族群的边界，指向人类共
同的文化记忆。于是便产生了人类共同确证认
可、一飞冲天的恒定价值。

建立跨学科的价值评估体系势在必行。对三
星堆青铜神树的认知，需要考古学家还原铸造工
艺，历史学家梳理祭祀传统，材料学家分析合金
配比，天文学家解读星象符号。这种多维度的解
读框架，才能避免文物沦为单维度的价格符号。

数字时代为文物活化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敦煌研究院的“数字供养人”项目，通过区块链
技术让全球参与者共同守护壁画；故宫的“全景
故宫”应用，使养心殿的三希堂法帖在虚拟空间
中完整呈现。这种技术赋能使文物收藏突破物
理限制，真正回归文化共享的本质。

再有一点，我们必须理解，那就是收藏对每
一位收藏者而言，最重要的是不能完全感情用
事、以意为之。因为专业收藏注重理性，没有高
调，没有低调，没有谦虚，没有骄傲。拿历史证据
说话，严格用历史证据甄别鉴定得出结论，然后
产生相应价值。

站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回望，那些真正具有
永恒价值的收藏品，从来不仅仅是拍卖图录上的
高价拍品，而是承载着文明密码的文化基因库。

当收藏行为摆脱资本异化的桎梏，当鉴赏眼
光穿越物质表象触及真正精准的文明内核，“收
藏”这个行为才能完成从占有到传承的本质蜕变。

或许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真正的保存不在
于将事物封存于保险库中，而在于让其在新的
历史语境中广泛流传，持续绽放真理的光芒，而
这个过程便是准确意义上的“文”的历史过程，
如此这般，“物”当然就满血复活到今天的人类
语境中——“文物”。

之所以是“文物”，此之谓也！岂有它哉？

祛魅与重构“文物”：
当收藏行为从“物欲”回归“文脉”

吴欢

（上接6版）

采用实物上缴的实际意义与价值

“油漆银”名目的罕见也源于其长期的实物
上缴传统。至万历后期《工部广库须知》编纂时，
工部财政已基本上完成物料征收白银化，在政府
存储物料充足的情况下大大减少了物料运输所
带来的消耗，仅有少量物料依然征收本色。然而，
在史料中桐油与大漆留存有较多实物上解的记
录，有时甚至即使地方奏请折银也遭到驳回，例
如《明史》记载天启朝皇帝就因为“好亲斧锯髹漆
之事”，面对四川巡按吴尚默请将贡品一律折价
上缴时亲自下旨驳回，认为“银硃、生漆、铜……
俱上供急需，宜征解本色供用”。因而“油漆”名目
在直至明末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并未折银。

细究“油漆”始终以实物上缴的原因，在于
其广泛的应用范围、较大的使用量与出产地区
的限制性。桐油与大漆作为匠作涂料广泛应用
在包括建筑、家具，武器以及生活用具的制作
中，且用量巨大。明《京师坊巷志稿》也多载有

“果园厂在棂星门之西，明永乐年制漆器，以金
银锡木为胎。有剔红、填漆二种，皆称厂制，世甚
珍重之”等生漆、桐油的使用方向。而这种大量
应用的材料却无法由北方地区直接供应——受
到油桐、漆树生长气候与地理条件限制，所有物

料均由南方生产并解运，具有不可替代的实物
上缴价值，使得桐油与生漆物料少有折银。

采用折银上缴的特殊原因与背景

实物“油漆银”的出水，推翻了明代末期崇祯
朝“油漆”物料一直以实物征收的假设，联系其一
直以实物上缴的必要性，或可将“油漆银”的折银
现象归因于崇祯朝中后期发生的特殊事件与社
会大背景的动荡，使朝廷短时间内对折银的需求
超过了对“油漆”的实物需求，最终出现“油漆银”。

观察江口遗址出水的2枚“油漆银”与9枚“油
漆改折银”铭文，其时间信息除却一枚錾有“崇祯
十年以前”外（图2），其余都为“崇祯十二年以前”
铸造，这种表述方式相比“每年例行征收”，更具有

“将十二年以前的物料欠款进行追缴”的含义，很
可能是朝廷对于之前未解或未解尽油漆物料的折
银。根据相关的史料记载“各司、府、州、县解纳油
漆、银、硃等料，若有原来箱桶等件，不许重造”，显
示崇祯早期油漆物料都仍以实物上解，而崇祯十
二年（1639年）后却出现了巡抚“廖大亨”等官员督
缴的油漆银的折银。结合上述信息可以初步判断，

“油漆银”的收缴最晚于廖大亨升任四川巡抚后开
始，也即崇祯十三年（1640年），且最多持续至崇祯
十七年（1644年）明王朝灭亡结束。而正是崇祯朝
末期四年左右极为困窘且特殊的政治形势与社会

背景，推动了“油漆银”折银的出现。
“油漆银”出现可能意在填补军费。崇祯朝中

后期，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女真的崛起与农民起
义的频仍使明王朝多地遭受兵祸，左右支绌。为支
持边防与镇压起义，明朝廷的军事开支不断增加，
不得不在崇祯十二年加征“练饷”，财政状况持续
恶化，在国库空虚的情况下，朝廷很可能为保证军
费支出将“油漆”实物折银并追缴。同时，崇祯八年
（1635年）到崇祯十二年，张献忠在湖广、四川地区
流动作战并最终攻入四川，也使四川地区镇压起
义的军费大幅增加，推动布政使司将税收折银填
补军费。明末的“银荒”与手工业所遭受的战乱冲
击也可能为“油漆银”出现的重要原因。明朝由于
严格限制白银使用，在白银流入时未能及时调整
货币政策，使明代末期经济危机严重，出现“银
荒”。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更需要收取银两而非实
物维持财政运转。此外，起义军掳掠四川使得地区
手工业生产与运输体系受到战火破坏，即使仍然
能够生产物料，在战时远距离解运也绝非易事。因
此，在布政使司层面对上解物料实施折银上缴更
具可行性，也能够补充财政的支出缺口。

江口遗址出水的11枚“油漆银”就如同明代
物料折银最后的余晖，不仅以实物支撑“油漆”
物料收缴的历史文献，提供了“油漆”折银的史
料补充，也从侧面勾勒出晚明政治、经济与社会
情况的宏观图景。


